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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教育史

孙　培　青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编者按】孙培青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近日，华
东师大教育学系“教育人生”学术论坛特别邀请孙先生为全系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演讲。演讲赢得

了全体听者的共鸣和好评。经孙先生同意，本刊将他的演讲文稿发表于此，以飨广大读者。

　　多年学习中国教育史，近日能静下来反省，有些初浅的认识，愿与大家进行思想交流。

一、认识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源

对文化通常可以作广义的理解：由野蛮向文明转化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人类所创造的一

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都是属于文化。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随着社会物质生

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包含教育，文化的继承、创新和传播，都需要通过教育的途径来进行。

教育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与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相互影响，不能绝对分离，教育

要利用前代及当代的文化积累，选择其精萃有用的部分，作为教育的传授内容。

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交相融合而形成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兼容并存共

处，保留各自的习俗与宗教信仰，因此有多种的宗教信仰存在，社会也有多个阶级阶层共处。

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各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有物质方面，也有精神方面，

这就是多元文化多元教育的社会基础与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物质生产、经济、政治的变革，阶级的分化，反映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诸

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多元文化、多元教育并存而斗争的显著事例。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相

互斗争的过程中，不同的思想流派相互交流吸收而走向融合，产生新的思想流派，又有新的矛盾与

斗争。历史发展没有停息，多元文化、多元教育的发展也不会停息，中华民族历来的文化教育保持

有多元化的特点。历史上曾有统治者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推行一元化的文化教育，排除其他文化

教育，虽一时得逞，但最终都不能如愿。因为多元文化教育有其历史根源，有其社会基础。

二、关注主流文化思想的更替

中国历史上的多元文化教育，虽并存而非完全对等均衡，多家都想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社

会地位，由竞争而斗争，就有交流、渗透、融合，发挥各自专长，形成互补并存的局势。但这种

局势是暂时的，并不是长期稳固的。随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的文化流派能适应社会需要，或主

动迎合统治集团的需要，而被重视利用，直接受到拉拢与扶助，抬高其政治地位，成为统治集

团的精神支柱，并存的局势随之发生变化，分化出强弱与主次，就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差别。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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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发展的，一种文化流派占居主流地位并不是持久永恒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统

治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选择不同的文化流派作为精神支柱，这就造

成新旧主流文化思想的更替，新的主流文化思想指导统治集团文教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多

元化教育的发展。历史上多次主流文化更替，都相应地有多元化教育的起伏变化。因此中国

教育历史研究，要特别关注主流文化思想的更替。

回顾中国历史，自诸子百家争鸣以来，各家文化思想流派就开始舆论宣传的竞争，初时无

不抬高自家，贬低别家，未能分出强弱主次。然后把游说的重点转向各国当政的统治者，试图

施加影响，鼓动实施他们的思想主张。法家人士于战国兼并战争时期迎合秦国统治者富国强

兵的需要，力倡耕战政策而受重用，法家政治地位提高，法家的文化思想也随之成为占居强势

的主流文化思想，凭借其政治权势，批判并排斥其他文化思想流派。至秦国先后消灭六国而

统一中国，法家扩张权势达到登峰造极具有一家独尊的地位。秦国皇朝被农民起义推翻，二

世而亡，法家随之受到挫折而丧失主流文化思想的地位。汉朝政权在农民起义战争之后建

立，为了巩固其政权，实行使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道家因主张“清静无为”符合统治集团的需

要而被利用。道家的文化思想取代法家的文化思想而成为主流文化思想。“清静无为”指导

下的政治、实行宽松的政策，使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发展几十年后，地方分裂势力膨

胀，成为中央政权的隐患。汉武帝时要加强中央集权来改变这种政治局面，儒家主张政治上

“大一统”的思想可利用。于是扶植儒家以替代道家，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成为主流

的文化思想，崇儒而兴学成为潮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得到发展。东汉末，汉皇朝没

落，封建名教维持不住社会秩序，出现了社会危机，玄学乘机而起，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强

调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冲击儒家思想的新思潮，一时占居主流文化的地位。玄学流行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破除传统思想行为规范的条件下，道教、佛教也乘机各自传播，扩大社

会影响。隋唐时期，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儒、道、佛三教并存，同为统治集团服务，随君

主的意志倾向而选择更替为主流，教育事业也随主流文化的更替而兴废起伏。到了宋代，儒

家学者以儒学为基础，吸收佛道的思想成份，发展为理学，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受

统治集团的重视并利用为指导思想，儒家再次成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并延续至元明清。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儒家并不是中国古代一贯的主流文化思想，法家、道家、玄学、道教、佛

教亦曾在古代历史上一时成为文化主流，但儒家曾在中国古代几个历史阶段成为文化思想主

流，累积起来，作为文化思想主流的时间最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贡献最大。历史发展到

清后期与民国前期，由于资本主义西学东传的冲击，儒家文化思想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２０
世纪，中国兴起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化，发展新文化，西方多种文化思想先后输入中国，在竞

争中产生不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在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传播、扩大影响，

民主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的文化思想。

由于在历史上主流文化思想与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教育史研究应特别关注主流文化思想

更替的发展线索。

三、认清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

对于什么是历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曾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开明君主、圣贤豪杰等有威望人物的倡导与推动，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动

力。从中国历史上考察，有社会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的个人，其教育主张和行动有相当的作

用和影响，特别是具有权势的人，将其教育思想主张付诸实施的可能性较大。但如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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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潮流，不能适合社会群众需要，不能获得广泛响应和支持，其局限会逐渐显露，难于

维持长久。《中庸》曾指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种随个人

存亡而发生或兴或废的事，历史上常有，仅是个人的意志与理想，不可能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

持久动力。

第二种看法认为阶级斗争是教育发展的动力。阶级的分化，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

在，各个阶级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权利悬殊，处于很不平等的状态，阶

级间有矛盾，导致发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有多种形式，各种形式也表现出不同的程度，效果

也很不一样，这与统治集团施政有很大关系。如果统治集团能关心民生，施行德政，改善民

生，民众可以自主发展教育事业；如果当政的统治集团只顾自己享受安逸，奢侈挥霍，不关心

民生，施行苛政，弄得民不聊生，温饱都无法保证，那里还能顾及教育。阶级矛盾如尖锐到不

可调和的程度，最激进的表现就是农民革命，推翻腐败的旧皇朝，继之未必就能建立有权威的

中央政权，可能陷入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使社会处于长时间的动荡，军阀混战，造成文教事业

的大破坏。待到有强大势力集团形成，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还要进行战乱后的休整恢

复，能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还要看有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还要具备一些条件才能发

展。农民革命，对教育是先破坏，后恢复，恢复后是否能正确发展，则未能确定，有可能，但未

必就会实现，所以不能认定是一贯持久的发展动力。

第三种看法认为人的生活需要是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必须学习；人为了生存，要有

生存的能力本领，必须学习；人为了融入社会要适应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必须学习；人为了

自我发展，要提高德智体的素养，必须学习。古之学者必有师，今之学者也必有师，需要师来

传授和指导。教育是古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教育的形式途径有多种，自从学校产生以后，

学校成为教育的主要场所，由政府主办的称为官学，由民间主办的称为私学。学校的发展与

社会的和平或战乱直接相关。唐李绛说：“太学兴废，从古及今，皆兴于理化之时，废于衰乱之

代。”官学如此，私学也是如此。当社会处于政治清明的和平时期，社会安定有正常的生活秩

序，人群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解决温饱无忧之后，人群新的需求是精神方面，需要学习和提

高文化，和平时期的社会环境，创造的物质条件是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机。在古代，人民

群众要发展教育，指望皇上圣明，官员清廉，重教兴学；也指望地方士绅，乐善育才，就地兴学。

在现代，民主的社会，人民群众需要教育，把发展教育委托给政府来办，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

政府的职责。人民群众共同的教育需求与社会舆论是互动的，舆论反映人民群众需要教育的

心声，呼唤政府发展教育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舆论的鼓动积聚形成一股力量，监

督政府、推动政府发展教育。一时间条件未成熟，不能全办到，可以延时间，再创造条件，一定

会办到。

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教育发展真正主要的动力，因为人民群众是稳固的基础，需要是持久

的动力。

四、学习教育史主要目的在继承

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首先让人认识到的是“政教合一”的特点。教育与政治混合为一，

教育没有从政治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领域，而是作为政治附属的一部分，统治者利用教育为

施政的基本手段，《礼记·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的作用受重视，被作

为政治的工具，首先用来向民众推行教化。教育的思想主张以及教育制度设施，分散于典籍

和与政治有关的文献之中。要研究古代的教育历史，只好利用古代的经籍和史册，从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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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调查入手，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费些力气是必要的。所获取的教育史料，都是精华与糟粕

混杂，要把集中的教育史料归类整理，为分析研究准备好条件。

教育史的分析研究，实际是进行一定程度的鉴别，通过鉴别，区分出真或假、是或非、正确

或错误、精华或糟粕，这是一个认真思辨的过程，学术界称之为“批判”。批判不是学习研究教

育史的主要目的，批判是学习研究教育史的重要手段，批判是达到继承必经的途径，经过批判

而继承人类优秀的教育遗产才是主要的目的。

为了理解教育史研究的“批判地继承”，不妨借用一些比方。批判就如“披沙拣金”，黄金比

较贵重，淘金就是要弃沙而获黄金，披沙是必要的手段。要坚持清除沙砾的过程，从沙中淘出黄

金，最终目的是获得黄金。批判就如酿酒的过程，要让煮熟的粮食或其他材料发酵产生酒精，酒

精存在酒糟之中，然后采用蒸馏方法提取酒精，这是一个分离精华与糟粕的过程，然后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主要目的是获得好酒。批判就如农民收获粮食的扬场，所收粮食集中到晒场，晒干之

后要归仓，最后还要一道工序就是扬场，借风扬去?糠，而获得干净的粮食。

批判是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手段，目的在于总结优良的教育经验、正确的

教育理论，探索教育规律，继承优秀的教育遗产。简明地说：教育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继

承，而批判是为达到继承目的必需的手段、必经的过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当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

全面专政，对封资修的文化教育彻底决裂，只有批判，不要继承，一切文化全否定，自己又创造

不出新文化，重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左派幼稚病，后遗症影响深远。我们要辩证地理解“批

判地继承”，一定要继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才能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五、探索教育思想发展规律

孟宪承教授曾提示探索教育思想发展规律这一重要问题，对我很有启发，留下深刻印象。

教育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全面认识教育很不容易，探索教育思想发展规律更是难以抓住头绪。

他认为可以尝试从过去的教育历史去考察，这是一条认识教育思想发展规律的途径。因为中

国历史上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每个过程还可查出一定的次序，其中存在有普遍的

必然性。一般的程序如下：

继承：一代人之前，必然有前人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定文化，学习继承前人的一定文化是不

可避免的。不学习不继承就会倒退到原始社会野蛮的状态。学习前人的文化，才能在前人的

文化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习就是继承的现象。

创造：继承之后，要应用于自己参与的社会生活活动，为适应不同时代社会生活的新需

求，不能只是照搬前人的做法，还要自己动脑筋，应时变通，有所创造，提出新的文化教育主

张，寻求新的文化教育途径和方法，说明问题，解决问题，教育思想比前人有所发展。

传播：创新的教育思想，经过宣讲和实践，影响学员，再扩大传播，影响社会。如果形成文

字或著作，其作用就不是局限于当时当地，而是会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播至下一代以至

后代，传播至外地以至外国。到了信息时代，文化教育的传播会更快、更远、更广。

斗争：教育思想在传播过程中，有些会被认同、接受、拥护，有的则不被认同，而受抵制，甚

至极力反对。教育思想的斗争不限于发表言论，进行说理辩论，关系到利益之时，矛盾将更激

化，有时还要流血。教育思想斗争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逐渐相互渗透融合，归于统一。统一一

段时间之后，新的教育思想矛盾又产生，又进行新一轮的斗争，斗争是绝对的，这符合辩证法。

从上述的考察可以看到，教育思想的发展，具有普遍的必然性，这种普遍的必然性，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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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规律性。教育史的研究要重视探索总结教育思想发展的规律。掌握教育思想发展的规律，有

利于我们对教育流派或教育家思想的系统研究，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进行考察：首先是考察其

思想渊源，从哪些学术流派学习继承了哪些东西，奠定了文化基础；其次是考察在社会生活实践

中，为适应时代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有哪些新的思想创造，具有什么特点；第三是考察如何进

行传授传播，社会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第四是考察有哪些对立面存在，如何开展斗争，有什么样

的结果。如果能这样做，就会有深入的研究，较彻底的了解，进行历史评价会较客观准确。

六、原始史料头等重要

教育史研究不能只凭主观猜测说话，一定要有史实为依据，凭证据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提

出自己有力的见解，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有的学者更严谨，还主张孤证不立，对只是偶然出现

的单一证据，认为可信程度较差。如果有实证又有旁证，可信程度较高。如果有多个证据，并

连成证据链，可信程度就更高。反之，没有掌握史料证据，或是史料证据不全，那就缺乏说服

力，所提的主张或所作的结论，必然令人产生怀疑。

作为研究生的导师，大家都知道掌握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对教育史研究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会要求学生把时间精力重点放在阅读经典、名著、历史文献等第一手材料上，要求他们自己去理

解、思考、领会，形成自主的见解。有的研究者虽然也知道掌握原始的史料证据的重要性，但未

认真执行，为图方便省力，就轻易引用第二手材料。第二手材料是经别人诠释过的，按他的需要

而利用，可能他按主观的想法加以猜测，不能正确理解原意，而造成曲解，如果图方便相信他，就

会被牵着鼻子走。如果引用的是第三手材料，那就更不可靠，应当尽力避免。

现在有些作者或编者，忽视历史材料的证据，没有充分掌握原始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就凭

手边的参考书，放手写作或编书，不免有违背史实的编造。有一工具书，就存在此类毛病。该

书收《开蒙要训》为词条，撰稿人写了说明，为读者介绍一些信息，现查明介绍有缺失，不妨比

较其差别。词条的说明：“《开蒙要训》，蒙学课本。作者不详。一卷。每句三、四、五字不等，

叶韵。对幼童进行品德教育。现仅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存手抄残片。”这个说明与

现在查核的信息有五方面差别：

五方面信息比较 词条的介绍 核查的信息

作者 不详 马仁寿

时代 不详 晋南北朝

卷数 存残片 存整卷

内容 品德教育 还有自然与社会常识

句式 三、四、五字为句 全部四字为句

可能撰稿者较忙，没有直接去查原著，也未了解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只以旧书为参考依据，

对此蒙学课本的内容与形式都没有弄清楚，才会把全书用四字为句的形式，说成“每句三、四、

五字不等”，造成明显的失误。这提醒我们，要做教育史的研究，就一定要去读原著，掌握原始

的第一手材料，这确实是头等的重要。

以上几点粗浅的认识，未敢自以为是，写下来，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２０１３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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